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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社会中的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

———基于资源供需视角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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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研究基于资源供需视角实证分析了低生育率社会中的家庭结

构与育儿功能间的关系,并探讨了家庭情境的调节作用。 育儿功能是指家

庭调配整合资源以满足育儿需求的能力,本文从经济、服务和时间三个维度

对其进行考察。 在综合考虑了代际间居住安排的灵活性和家庭成员的流动

性之后,本文将家庭结构区分为紧密式(包括凝聚式、灵活式)和松散式。
研究发现,紧密式结构家庭的育儿功能优于松散式结构家庭,这在经济维度

和服务维度上尤为突出。 家庭情境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创建了家

庭育儿功能资源供需的分析框架,对家庭结构进行了动态分类,有助于探索

生育率持续低迷背后的家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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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一、问题的提出

生育是家庭对育儿相关资源进行调度和协商分配后的重大决策,国家的生

育政策也往往从家庭层面干预并引导人们的生育行为。 然而,近年来不断推进

的生育政策改革似乎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全国年出生人口数于 2022 年跌破千

万,低于年死亡人口数,导致人口持续出现负增长。 育儿成本高、没人带孩子是

很多家庭“不想生”“不敢生”的重要原因,这反映了家庭在育儿经济资源和照护

资源等方面的局促,因此促进家庭发展成为提高生育水平的一个关键举措。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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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统的三个要素(结构、关系、功能)中,家庭功能特别是育儿功能直接影响

夫妻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实践,但针对家庭育儿功能的研究迄今还比较有限。 关

于育儿功能的讨论一般附着于对家庭整体功能的研究,有针对性的实证分析较

为匮乏,且对中国家庭育儿功能情况的判断并不一致。 如有观点认为中国家庭

规模趋于小型化、家庭结构趋于简单化,因而导致家庭功能趋于弱化(李磊等,
2022;朱潇俏、吕红平,2024);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家庭虽“形式核心化”但“功能

网络化”,因此育儿功能并不一定在消解(马春华等,2011;彭希哲、胡湛,2015;
王跃生,2020)。 生育包含“生”和“育”两个环节,其中“生”是暂时性事件,“育”
则是持续性活动,探讨家庭育儿功能现状并促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对面临极低生

育率和家庭转变双重挑战的当下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尽管理论上所有家庭都具备潜在的育儿功能,但并非所有家庭的育儿功能都

有被激发和实现的可能,有些家庭如纯老家庭、单人家庭等缺乏践行这一功能的基

础,因此探讨育儿功能应聚焦于育龄家庭。 基于生育的家庭属性和夫妻的育龄特

征所建构的“育龄家庭”概念,是指包含至少一对在婚的育龄夫妻,其中女方处于

20 ~49 岁育龄期,具有生育潜力的家庭。 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育龄家庭占全部

家庭户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从 2006 年之前的超过 60%降至 2019 年以来的不足 50%
(宋健、陈文琪,2023)。 具有生育潜力的家庭不断减少的基本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

了中国生育率持续低迷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回答:育龄家庭的

生育潜力能否有效转化为现实的生育能力? 这就需要对家庭育儿功能开展研究。
育儿和养老共同构成家庭功能的主要内容,相较于尚不充分的家庭育儿功能

研究,家庭养老功能的相关研究已十分丰富,其研究框架可为家庭育儿功能研究提

供参考。 有研究提出“功能分化论”,将家庭养老功能分为经济供养与服务提供两

方面,分别考察两类功能的变化态势(黄健元、常亚轻,2020);也有研究基于家庭整

体性需求,以供需匹配为原则,认为家庭养老功能的实现“是家庭成员通过投入、配
置和整合家庭网络中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使资源直接地或以转化为服务的形

式间接地,在满足老年人身心特点的情况下递送给老年人,以实现养老供给与养老

需求适应性匹配的过程”(郭林、高姿姿,2022)。 上述“功能分化论”和“资源供需

视角”在育儿功能相关的理论探讨中亦有体现,如有研究将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分

为时间支持、经济支持和服务支持三个方面,强调其实施要以满足家庭需求为出发

点(宋健,2022);亦有研究指出家庭照顾资源主要包括金钱、服务和时间,存在代际

竞争,难以兼顾养老与养小(钟晓慧、彭铭刚,2022),学者进而建议通过审视家庭功

能性资源的供需匹配情况,评估包括育儿在内的家庭功能(宋健等,2023: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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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然而,既有研究目前还缺乏对上述观点的实证分析。
既有关于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的研究主要通过家庭成员的居住安排来理解

家庭结构,在经济、服务和时间等维度上提供了一些零散的实证结论。 研究显

示,当前中国家庭投入了较多的育儿经济成本,普遍依赖祖辈等家庭成员提供育

儿照料服务,主要通过牺牲母亲的有酬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来增加育儿的时间

投入。 与此同时,家庭外部的公共服务支持有限,在经济、服务和时间等维度均

存在覆盖面较窄、帮扶力度不足等问题,难以满足家庭的需求。 由此可见,资源

供需不匹配已成为当前中国家庭育儿的突出问题。 在家庭转变进程中,家庭成

员的居住安排日益多元,基于家庭户概念以“核心—主干—扩大”为标志的静态

家庭结构分类无法准确回应育儿的复杂性,需要结合育龄家庭发挥育儿功能的

现实基础和家庭居住安排的动态变化,综合家庭规模与家庭关系等家庭情境,全
面系统地审视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的关系。

总体来看,育儿功能作为家庭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

开展。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以“育龄家庭”而非常用的个

体或一般家庭为分析单位,以育儿需求满足为导向,聚焦于育龄家庭生育潜力实

现的可能性;其次,基于功能分化论和资源供需视角,从经济、服务和时间三个维

度界定和测量育龄家庭的育儿功能,比较育儿需求与育儿资源的匹配情况,揭示

育儿功能在总体及不同维度上的发挥情况;最后,关注家庭居住形态的多样化和

流动性,动态分类家庭结构,实证分析不同结构的家庭中育儿功能的表现,以及

家庭情境对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关系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家庭育儿功能相关研究

“家庭功能”概念自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以来,衍生出诸多定义,但研究者一

般基于结果取向和过程取向两种理论,分别根据家庭的具体特征和家庭完成的

任务来对“家庭功能”予以界定(方晓义等,2004)。 育儿与养老共同构成家庭功

能的核心部分,分别反映家庭系统对孩子和老人生存发展的积极作用。 相较于

丰富的家庭养老功能研究,学界目前对家庭育儿功能的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还

较为匮乏,对家庭育儿功能缺少统一的界定和测量。 有学者通过有无家庭成员

专门对子女进行照料来测量育儿功能(陶霞飞,2022);还有学者认为育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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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包含儿童照料、经济支持、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培育四个维度,但未对相关测

量指标进行明确量化(宋健等,2023:234 - 235)。
综合家庭养老功能研究框架和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的划分维度,本文基于资

源供需视角,从经济、服务和时间三个维度梳理家庭育儿功能的相关研究。 其

中,经济维度主要指育儿成本。 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家庭面临包括生育、养育、教
育成本在内的高昂的育儿成本,特别是 3 岁以下婴幼儿的养育及照料成本居高

不下(刘娜等,2021;樊林峰,2023)。 尽管国家持续推进包括生育保险、育儿津贴、
税收减免等在内的生育相关支持政策,但政策覆盖面窄、支持力度小,对家庭的经

济支持相较于需求仍存在较大的缺口(庄渝霞,2019;杨晓雯、马洪范,2023)。
服务维度主要指照护资源。 中国儿童的照护资源主要由家庭亲属网络提

供,母亲、父亲和祖辈等家庭成员分别承担不同的抚育角色(肖索未,2014)。 在

这一过程中,夫、妻双系家庭共同提供支持,不断整合家庭资源,以实现核心家庭

的抚育功能(汪永涛,2020)。 然而,祖辈照料虽能减轻儿童照护负担,但可能对

祖父母自身健康(何庆红等,2021;贺光烨、王安迪,2024)及儿童发展(殷俊等,
2023)产生负面影响。 因而,家庭对来自外部的托育照护服务需求较大。 由于长

期以来公共照护服务缺失,中国约 80% 的父母需要育儿支持服务,却只有不到

30%可以获得相关服务(Han et al.,2023),供需矛盾突出。
时间维度主要指育儿时间。 养育子女作为时间密集型活动,会增加家庭成员

的无酬劳动时间,减少有酬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 一般而言,在家庭中母亲承担主

要照料责任,祖父母分担部分责任并进行时间投入(郑真真,2017;钟森丽,2022:
40)。 在时间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公众普遍对带薪育儿假期有需求(李志云、杨华

磊,2024),但育儿假相关政策落地实施还存在很多困难(陈红、米红,2023)。
既有研究对本文的启示是:家庭育儿资源可能既来自家庭亲属网络,也来自

公共领域。 结合家庭整体的育儿需求,我们可判断家庭育儿功能的发挥情况。

(二)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的关系

影响家庭功能的因素包括家庭结构、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成员关系、
家庭发展阶段、家庭生活事件等( Lavee & Olson,1991;方晓义等,2004;Peltz
et al.,2021)。 其中,家庭结构与家庭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如家庭规模和家庭关

系)及家庭生命周期相关事件具有紧密联系(如教育、结婚、退休等事件均会导

致家庭结构变动),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的角色分工与互动方式,从而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家庭功能的发挥情况(高侠丽、侯春在,2008)。 同时,在结构功能主义

22

社会学研究 　 2025. 2



的研究传统中,家庭结构对家庭功能的影响尤为突出。 家庭作为微缩的社会系

统,其内部各基本要素有序联系,并对系统整体运行发挥各自的作用。 因此,本
文聚焦于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的关系。 家庭结构是由家庭中成员规模及相互关系

和居住模式所决定的家庭外在表现形式(宋健、张晓倩,2021)。 居住安排是界定家

庭结构的最主要方式,如可以根据居住安排将家庭分类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
合家庭等。 我们可通过家庭结构状态对家庭功能加以分析(王跃生,2008)。

关于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的关系,既有文献主要有两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

认为,中国家庭居住安排的离散化必然导致育儿功能的脆弱性。 因为根据家庭

现代化理论,家庭结构变化与功能变化具有一致性。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离散化

对家庭功能的发挥会产生严重影响,导致家庭成员间亲情式微,育儿功能弱化

(李磊等,2022;朱潇俏、吕红平,2024)。 第二类观点则认为,家庭结构与育儿功

能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家庭的界定与成员互动模式,如个体家庭和直系组家庭的

育儿功能就有所不同(王跃生,2016)。 在转型期的中国,家庭结构虽在居住安

排上表现出“形式核心化”,但实质上不同于西方核心家庭的“功能核心化”(沈
奕斐,2010:16),家庭成员依然保持密切的经济生活互动与情感交流,核心家庭

功能网络化的特点使资源在家庭间得以流动,抵抗了育儿功能的消解(马春华

等,2011;彭希哲、胡湛,2015)。 即使家庭成员分居,祖辈仍可能为孙辈提供照

料,如在城市家庭中普遍存在代际合作育儿现象,育儿责任在“严母慈祖”的模

式下由家人分工完成(肖索未,2014),并因“距离产生美”而提升家庭整体育儿

福祉(贾志科、薛杉杉,2024)。 此外,家庭居住安排呈现多元流动的特点。 例

如,一些核心家庭在面对儿童照料资源不足的情况时,选择临时与父母同住,形
成合作育儿型临时主干家庭,主动整合育儿资源(王美华,2023)。

本研究认同第二类观点,因为这一类观点更全面地反映了家庭结构及家庭

育儿功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家庭成员

的迁移流动和离散化居住成为常态,但家庭成员互助的传统以及交通和通信的

便捷发达使得家庭成员间仍能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遇到问题时会快速响应,调
配整合各方资源,如通过灵活性的居住样态(父母入住子女家或子女暂住父母

家等),协力应对家庭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可能遇到的挑战,满足育儿、养老等需

求。 因此,家庭育儿功能的发挥并不是家庭结构的自然产物,而是家庭成员通过

互动和资源整合所实现的动态过程,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

对应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家庭育儿功能的发挥并不受居住安排离散化的直接

影响,而是取决于家庭资源整合能否满足育儿需求。 现实中家庭居住安排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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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多变,我们不再依据传统静态的结构分类方法将家庭区分为核心家庭、主干

家庭等,而是关注夫妻原生家庭父母的居住方式,构造家庭动态结构类型,将那

些代际成员间存在同住关系的家庭视为“紧密式结构”,将代际成员一直不同住

的家庭视为“松散式结构”。 本文认为前者更有利于家庭发挥育儿功能,因为这

类家庭成员往来相对密切,更可能针对育儿需求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 由此,本
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不同结构家庭的育儿功能有所差异。 相较于松散式结构家庭,紧密

式结构家庭更有利于家庭育儿功能的发挥。

(三)不同家庭情境下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的关系

探讨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的关系,不能忽视家庭系统内其他要素的影响。
家庭结构研究难以和婚姻、血缘、亲子与代际关系以及成员数量孤立开来(曾毅

等,1992),需要考虑家庭成员包括谁、包含哪些家庭关系(张春泥、谢宇,2022)。
在家庭情境中,我们主要考察家庭规模和家庭关系这两个基本要素,梳理既有研

究中涉及的不同家庭情境下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之间关系的异质性。
家庭规模通常根据家庭成员数量计算,可反映家庭“量”的层面。 家庭规模

较大的多代同住家庭往往被视为支持育儿功能的理想蓝本(Martinez,2002)。 当

多代同堂的大家庭模式难以实现时,作为折中形式的主干家庭有祖辈帮助抚育

第三代,其育儿功能的表现要优于核心家庭(马有才、沈崇麟,1986)。 相较于同

户共居的家庭成员数量,家庭内部具有亲缘关系的家庭成员数量更值得关注

(张丽萍、王广州,2022),因为其更有助于判断家庭亲属网络资源的可及性。 育龄

夫妻的同胞数量也会对育儿功能产生影响,但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一类研究发现

布莱克(Judith Blake)所提出的“资源稀释理论”(Blake,1981)在三代家庭中仍然

适用,父母辈的同胞数量增加会使得子女获得的原生家庭的教育资源减少(王晓

焘、徐迟,2022);另一类研究认为育龄夫妻的兄弟姐妹能够参与育儿合作,提供亲

属照顾(Kiraly et al.,2020;Li & Qiu,2021),对育儿功能的发挥具有积极影响。 总

体上我们可以推论,家庭规模可能对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家庭关系体现了家庭成员在“家内”与“家际”的人际互动与情感联系(王跃

生,2020),可反映家庭“质”的层面。 中国的家庭概念具有伸缩性,关系范围随

角色定位变化,这导致家庭关系网络边界具有不确定性(周飞舟,2021)。 夫妻

与子女所形成的三角关系被视为家庭基本关系。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这一

基本三角关系逐渐扩展为双方原生家庭父母、夫妻和子女共同组成的“扩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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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三角关系”结构(张波、丁金宏,2023)。 亲密的家庭关系有助于维持家庭结

构,促进育儿功能的有效发挥。 研究发现,在核心家庭中,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

于孩子社会行为健康发展(杨静慧,2023);在三代家庭中,良好的代际关系有利

于育儿功能的发挥,如有研究发现,与成年子女关系更亲密的老年父母更可能为

子女照料孙辈(陶涛等,2018)。 此外,家庭内部夫妻双系的成员关系对育儿功

能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研究发现,妻系亲属通常比夫系亲属更积极地参与育儿,
祖母倾向于优先照顾女儿的孩子而非儿子的孩子,尤其在父系社会中,妻系亲属的

支持更为突出(Coall & Hertwig,2010;Daly & Perry,2019);相比之下,夫系亲属的

育儿支持受到丈夫参与等条件影响,更偏向于发挥补充作用(Whitehead & Jonet,
2022)。 在家庭少子化的背景下,相较于传统的夫系家庭支持,妻系家庭支持在代

际合作育儿中的贡献逐渐凸显(雒珊,2023)。 在代际合作育儿的具体实践中,媳妇

与婆婆的关系往往“亲密有距”,而母女共育的组合关系则显得更为积极(贾云乾,
2023:2;陈佳、杜平,2023)。 总体而言,良好的家庭关系有助于维持家庭结构,改善

育儿功能;而相较于夫系关系,妻系关系对育儿功能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2 和假设 3 来检验家庭情境的调节作用。
假设 2:家庭规模对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相较于

小家庭,同样结构的大家庭更有利于育儿功能的发挥。
假设 3:家庭关系对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相较于

偏夫系型关系,偏妻系型关系更有利于同样结构的家庭发挥育儿功能。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在 2022 年 10 月开展的“北京市家

庭密集式育儿调查”,根据“在婚育龄女性—育龄夫妻—育龄家庭”的嵌套层次,
通过在婚育龄女性识别其所属的育龄家庭。 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比

例抽样方法,选取北京市“城六区” (即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

区和海淀区)作为抽样地点。① 调查对象为在北京市居住了半年以上、出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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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北京统计年鉴 2023》(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编,2023)表 3 - 4 常住人口总量

及人口密度(按地区分)(2022 年)计算,“城六区”2022 年的常住人口占北京市常住人口总数的比例

为 50. 11% 。



1972 年 11 月至 2002 年 10 月(即调查时为 20 ~ 49 周岁)、在婚并育有一孩的女

性。 调查内容涉及受访者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育儿的多维需求与资源投入情

况、育儿过程中家庭成员的角色认知和实践参与、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能
够满足本研究的需要。

本研究的分析对象限定为北京市“城六区”的育龄家庭,调查有效样本为 2000
份。 为了保证分析的有效性,本研究对样本进行了年龄和城区分布的加权。 样本

的地区和年龄结构分布与《北京统计年鉴 2023》中北京市“城六区”常住人口的分

布一致,具有较高的区域代表性。 加权后的样本中,处于 20 ~ 29 岁的在婚育龄女

性占总体的 29. 05%,30 ~39 岁的占 41. 96%,40 ~49 岁的占 28. 99%。

(二)变量设定及其操作化

1. 因变量:育儿功能

本文基于资源供需视角将“家庭育儿功能”界定为“家庭成员通过投入、配
置和整合家庭网络中的资源,以满足育儿需求的能力”,并根据资源和需求匹配

情况对育儿功能进行测量。 其中,“资源”指家庭拥有的能够支持育儿活动的各

类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包括用于家庭日常支出、育儿经济储备、学前机构及培训

辅导费用的经济资源,用于儿童照顾的服务资源,育儿中各类活动投入的时间资

源。 “需求”指家庭对各类育儿支持和服务的需求,包括育儿费用压力在内的直接

和间接的经济支持需求,生育服务和育儿服务需求,育儿的时间压缩感、照顾孩子

的时间压力等时间支持需求。 问卷中共设计了 18 个相关问题。 一般而言,供需匹

配可从家庭系统内部或家庭系统内外结合两种视角来看,本文的资源供需涵盖家

庭系统内外两方面,其中家庭系统内部强调家庭成员提供的资源与需求协调,家庭

系统外部主要是指国家经由家庭实施的各类育儿支持与家庭育儿需求的匹配。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factor analysis)对育儿功能相关变量进行降维处理,以

简化基本结构,减少多指标综合评价时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提供客观权重。 在兼

顾理论解释性和数据结构的基础上,本文在育儿功能的资源和需求两方面各生成

了 3 个因子,分别对应经济、服务和时间三个维度。① 根据公式(1),本文计算得

到各维度因子的权重以及资源综合因子得分和需求综合因子得分,并利用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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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三个维度存在一定相关性,故对初始因子得分进行斜交旋转(选择迫近最大方差方法,允许因子相

关)。 资源因子分析的 KMO 值为 0. 682,需求因子分析的 KMO 值为 0. 679。 支持使用因子分析的

KMO 值一般为 0. 7 以上,我们结合其他指标,包括巴特利特(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P < 0. 001)和反

映像相关矩阵检验结果(anti-imag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综合判断支持使用因子分析降维。



标准化方法将两个综合因子得分的取值范围转换为 0 ~ 1。
Y旋转 = a1

Γ f1 Γ + … + a j
Γ f j Γ + … + am

Γ fmΓ( j = 1,2,…,m) (1)

　 　 其中,f j Γ是旋转后的因子,a j
Γ是旋转后的因子f j Γ的方差贡献率,m 是旋转后

的因子个数。
由旋转后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各维度因子的计算公式,并结合综

合因子得分计算公式,得到各个指标的权重。 由于所有指标权重之和为 1,将上

述计算得到的指标权重除以各指标权重之和,即可得到最终的指标权重。 公式

(2)和公式(3)分别是资源综合因子和需求综合因子的关系式。
Y资源综合因子 = 0. 329 Y经济资源投入 + 0. 236 Y服务资源投入 + 0. 435 Y时间资源投入 (2)

Y需求综合因子 = 0. 360 Y经济需求 + 0. 343 Y服务需求 + 0. 297 Y时间需求 (3)
　 　 育儿功能通过两种操作化方式进行测量。 其一,根据资源综合因子和需求

综合因子各自的得分均值,按是否低于平均水平划分为多 /少两类,两两组合后

得到一个四分类变量,四个类别分别是“资源少需求少”“资源多需求少”“资源

少需求多”“资源多需求多”。 需要指出的是,育儿资源与需求的多或少仅反映

某育龄家庭在所有育龄家庭中的相对位置,并不代表绝对意义上的多或少。 因

此,如果将“资源少需求少”视为低位均衡、“资源多需求多”视为高位均衡,二者

均属于供需相对均衡的类型。 其二,以需求满足为导向,将上述四分类变量简化

为一个二分类变量,其中将“资源少需求多”视为育儿功能较差,赋值为 0;其余 3
类赋值为 1,将其视为育儿功能较好。 从政策意义上来看,“资源少需求多”的育

龄家庭存在育儿资源供给不足的风险,需要特别加以关注。
2. 自变量:家庭结构

本文借鉴“扩展家庭三角关系”概念,从育儿需求出发,将子 /女视为家庭支

点,将育龄夫妻和双方原生家庭父母分别视为育儿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和补充提

供者,整合夫、妻双系来涵盖主要家庭成员(见图 1),并对家庭结构进行操作化。

图 1　 基于育儿需求双系整合的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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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表现为主要家庭成员在空间上的居住形态,可分为“一直不同住”
“偶尔同住”“大部分时间同住”“一直同住”四种形态。 本文的数据默认育龄夫

妻及其子 /女为“一直同住”,参考双方原生家庭父母的居住状况,我们将家庭结

构分别操作化为一个二分类和一个三分类变量。 在二分类变量中,双方原生家

庭父母与育龄夫妻及其子 /女经历过同住(包括“偶尔同住”“大部分时间同住”
“一直同住”)的家庭被视为“紧密式结构”,赋值为 1;“一直不同住”的情形被视

为“松散式结构”,赋值为 0。 在三分类变量中,“松散式结构”保持不变,赋值为

1;“紧密式结构”家庭被拆分为“灵活式结构” (“偶尔同住”)和“凝聚式结构”
(“一直同住”和“大部分时间同住”),分别赋值为 2 和 3。

3. 调节变量:家庭规模和家庭关系

家庭规模和家庭关系是调节变量,亦可视为家庭结构影响育儿功能的家庭

情境。 本文所指的家庭规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户规模,而是包含育龄夫妻、
子女、双方原生家庭父母等主要家庭成员和育龄夫妻双方同胞等其他家庭成员

在内的所有健在人数之和,涉及家庭发挥育儿功能的潜在人力资源。 我们将家

庭规模操作化为二分类变量,以育龄家庭主要成员的人数 7 人(见图 1)作为分

界线,区分为“大家庭”和“小家庭”,分别赋值为 1 和 0。 分界线的划分基于以下

考虑:就当前中国家庭“祖父子”三代人而言,由于长寿化和少子化的双重现实,
在不特别考虑祖辈是否健在或子代数量等细节时,“四二一”结构的 7 人家庭具

有典型意义。 7 人以内的家庭大多是关系更为紧密的基础三代共存家庭,超过 7
人的家庭则多包含了“七大姑八大姨”等其他亲属关系。 从数据分布来看,样本

中多子女家庭占比较低,家庭规模为 7 人的比例为 26. 45% ;无论核心家庭子女

数量如何,加入祖辈成员后,家庭规模仍以 7 人为界区分较为清晰。 有 65%的育

龄家庭的家庭规模在 7 人以上,这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医疗水平提升、人均寿命

延长等现代性因素的影响,也体现了祖辈普遍生育多子女的情况,说明当前育龄家

庭的潜在人力资源仍然相对丰富,超出家庭户口径下“三口之家”的想象。
本文在分析家庭关系时主要考虑双方父母家庭与“夫—妻—子 /女”核心家庭的关

系。 由于通常妻子更多承担家庭中的育儿责任,问卷使用李克特五点计分量表询问了

育龄夫妻中的妻子与其他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亲密度,选项1 到 5 分别对应“非常不

亲近”“比较亲近”“一般”“比较亲近”“非常亲近”,得分越大说明关系越亲密。 据此,本
研究先分别生成“妻系家庭关系亲密度”(与妻子的父母的关系亲密度的均值)和“夫系

家庭关系亲密度”(与丈夫的父母的关系亲密度的均值)两个变量;再通过比较二者的大

小,生成家庭关系变量,将其操作化为“偏夫系型”(妻系家庭关系亲密度 <夫系家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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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亲密度,赋值为1)、“偏妻系型”(妻系家庭关系亲密度 >夫系家庭关系亲密度,赋值

为2)和“双系型”(妻系家庭关系亲密度 =夫系家庭关系亲密度,赋值为3)三个类别。
4. 控制变量

参考既有研究结果,在设置控制变量时本文主要考虑育龄夫妻及其子女的社

会人口学特征变量。 子女变量包括当前教育阶段(0 = 学前教育,1 = 小学及以

上)、性别(0 =女,1 =男)、户口性质(0 = 农业,1 = 非农业);育龄夫妻变量包括

社会经济地位(1 =下层,2 =中层,3 =上层)、净财富、①本段婚姻持续时间、户口

性质(1 =双农,2 =一农一非,3 = 双非农)、流动状况(1 = 双流动,2 = 一流一非,
3 =双非流动)、平均年龄和民族状况(0 =不同民族,1 =相同民族)。

其中,育龄夫妻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含收入、教育和职业三个维度的信息,是一

个复合指标。 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因子法(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ing)对夫妻双方的

个人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状况这六个变量进行降维,以精简控制变量个数,使
模型更为简约化,也由此将夫妻个人层次的变量整合成夫妻整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情

况。 本研究保留特征根大于 1 的三个主成分,依次对应收入、教育和职业三个维度,
这三者对原始变量组合方差的解释度达到 86. 90%。 提取因子后,我们选择迫近最大

方差斜交旋转方法(procrustes variance maximum-oblique rotation,简称 promax)(允许

收入、教育和职业之间相关),以旋转后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得到综合

得分。 我们对综合得分使用“均值 ±标准差”的统计方法,将取值低于“均值 -标准

差”的类别划为下层,位于“均值 -标准差”和“均值 +标准差”之间的类别划为中层,
高于“均值 +标准差”的类别划为上层。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N = 2000
变量 类别 均值 / 百分比

因变量

　 总体育儿功能(% )
较差 31. 49
较好 68. 51

　 经济维度(% )
较差 32. 54
较好 67. 46

　 服务维度(% )
较差 8. 55
较好 9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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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净财富是指去除负债和贷款后的净资产。 该变量综合测量了家庭收支,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家庭财务

状况。 这一指标不同于常用的家庭收入(流量指标)等变量,是一个累积存量指标,衡量包含住房与

股票等在内的家庭财富。 本研究中夫妻净财富的分类综合考虑了北京市育龄家庭的实际财务状况和

调查样本的分布特征。



续表 1

变量 类别 均值 / 百分比

　 时间维度(% )
较差 29. 15

较好 70. 85

自变量

　 二分类家庭结构(% )
松散式 43. 40

紧密式 56. 60

　 三分类家庭结构(% )

松散式 43. 40

灵活式 52. 85

凝聚式 3. 75

调节变量

　 家庭规模(% )
小家庭 35. 00

大家庭 65. 00

　 家庭关系(% )

偏夫系型 13. 35

偏妻系型 55. 75

双系型 30. 90

控制变量

　 子女当前教育阶段(% )
学前教育 53. 85

小学及以上 46. 15

　 子女性别(% )
女 51. 50

男 48. 50

　 子女户口性质(% )
农业户口 31. 40

非农业户口 68. 60

　 育龄夫妻社会经济地位(% )

下层 14. 94

中层 72. 80

上层 12. 25

　 育龄夫妻净财富(% )

0 ~ 50 万元 18. 05

50 万 ~ 200 万元 66. 40

200 万元及以上 15. 55

　 育龄夫妻户口性质(% )

双农 12. 50

一农一非 6. 70

双非农 80. 80

　 育龄夫妻流动状况(% )

双流动 7. 70

一流一非 42. 50

双非流动 49. 80

　 育龄夫妻民族状况(% )
不同民族 3. 15

相同民族 96. 85

　 育龄夫妻本段婚姻持续时间(年) 均值 ± 标准差 9. 71 ± 6. 74

　 育龄夫妻平均年龄(岁) 均值 ± 标准差 34. 79 ± 6.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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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首先描述不同家庭结构中及家庭情境下的育儿功

能现状,然后运用回归模型分析家庭结构对育儿功能的影响。 具体而言,以总体

育儿功能及单一经济、服务或时间维度的育儿功能(二分类变量)作为因变量,
家庭结构(二分类及三分类变量)作为自变量,构建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

Logit(P) = ln P
1 - P = β0 + β1 x1 + … + βn xn (4)

　 　 为了更好地报告概率而非事件发生几率,以及在非线性模型之间进行比较,
研究将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系数转换为平均边际效应( average marginal
effect,简称 AME),即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时,育儿功能表现较好的概率的平均

变化水平:

AMExk = 1
N∑

N

i = 1
η(xk = endi,x = xi) - η(xk = starti,x = xi) (5)

　 　 最后,本研究分析了不同家庭情境下家庭结构对育儿功能的影响。 因变量

Y 为总体育儿功能及经济、服务或时间维度的育儿功能(二分类变量),核心自变

量 D 为家庭结构(二分类变量),调节变量M1、M2分别为家庭规模(二分类变量)
和家庭关系(三分类变量)。 由于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属于非线性模型,不能

使用交互项系数及其统计量来检验调节效应(Breen et al.,2018),因而我们使用

平均边际效应来检验平均而言调节效应的大小和显著性,并通过平均边际效应

的二阶差异(second difference)来确定调节效应是否显著(Mize,2019)。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中国育龄家庭的育儿功能现状

首先,本文在总体上考察育龄家庭的育儿功能现状,研究发现总体育儿功能较好

家庭的比例较高(见表 1),但资源供需相匹配的家庭不足一半,“资源少需求多”的家

庭比例高达 31. 49%(见表 2),这表明近三分之一的育龄家庭存在育儿资源供给

不足的风险。
其次,在区分经济、服务和时间维度之后,研究发现各维度的家庭育儿功能

情况不尽相同。 经济维度育儿功能较好的家庭比例最低,仅有 67. 46% ,服务维

度和时间维度的相应比例分别为 91. 45%和 70. 85% (见表 1)。 经济维度“资源

少需求多”的育龄家庭比例最高,反映出家庭经济维度的育儿功能最差。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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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育儿功能从好到差排序依次是服务维度、时间维度和经济维度,说明经济资

源供给不足是育龄家庭育儿的突出问题。

　 表 2 资源供需视角下四分类育儿功能的分布 N = 2000
维度 类别 百分比(% ) 95%置信区间下限(% ) 95%置信区间上限(% )

总体

资源少需求少 22. 40 20. 63 24. 28
资源多需求少 25. 55 23. 69 27. 51
资源少需求多 31. 49 29. 49 33. 57
资源多需求多 20. 55 18. 83 22. 38

经济维度

资源少需求少 25. 40 23. 54 27. 36
资源多需求少 24. 41 22. 57 26. 34
资源少需求多 32. 54 30. 52 34. 63
资源多需求多 17. 65 16. 04 19. 39

服务维度

资源少需求少 5. 95 4. 99 7. 08

资源多需求少 36. 20 34. 12 38. 33

资源少需求多 8. 55 7. 40 9. 86

资源多需求多 49. 30 47. 11 51. 49

时间维度

资源少需求少 24. 10 22. 28 26. 03

资源多需求少 20. 95 19. 22 22. 79

资源少需求多 29. 15 27. 19 31. 18

资源多需求多 25. 80 23. 93 27. 77

(二)家庭结构对育儿功能的影响

交叉分析的结果显示,使用二分类育儿功能变量时,样本中紧密式结构的育龄家

庭育儿功能总体较好的比例更高,达到 70. 85%,松散式结构家庭的相应比例为

65. 44%。 分维度来看,在经济维度和服务维度,紧密式结构家庭育儿功能较好的比

例明显更高,比松散式结构家庭的相应比例分别高 9. 26 个和 5. 65 个百分点。 在时间

维度上,紧密式结构家庭育儿功能较好的比例比松散式结构家庭低2. 86 个百分点。
控制其他变量后,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探究育儿功能是否因家庭结构而

异,结果显示(见表 3),家庭的育儿功能会受到家庭结构的影响,且在不同维度

上存在差异。① 总体而言,相较于松散式结构家庭,紧密式结构家庭育儿功能较

好的概率显著更高(P < 0. 01),平均高了 6. 3% 。 假设 1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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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了使用伪 R2(Pseudo R-squared)指标衡量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外,我们还尝试了 AIC(Akaike 信息

准则)和 BIC(贝叶斯信息准则)、Hosmer-Lemeshow 检验、ROC 曲线与 AUC 值、分类准确率等其他拟

合优度指标,全面评估本文模型的表现,结果均显示模型在解释家庭结构对育儿功能的影响方面具有

显著性。 后续模型的相关检验与此相同。



分维度来看,相较于松散式结构家庭,紧密式结构家庭在经济维度和服务维

度育儿功能较好的概率均显著更高,分别平均高了 9. 0%和 5. 7% 。 这说明对于

居住安排逐渐多样化的中国育龄家庭而言,彼此的责任感使得家人在育儿过程

中依然有机会发挥积极作用,必要时可灵活采取同住形式来满足育儿需求,保障

育儿功能的正常发挥。 相较于成员一直不同住的松散式结构家庭,成员间以不

同形式同住的紧密式结构家庭更有利于育儿功能的发挥,特别是在经济维度和

服务维度。 这一发现指出了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之间多样的、动态的关联,为后

续研究提供了深入理解当代育龄家庭的育儿功能的动态视角。 家庭结构与时间

维度的育儿功能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P > 0. 1),这反映出时间维度的育

儿功能可能更多取决于家庭结构之外的因素。
此外,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子女当前教育阶段、育龄夫妻的社会经济地位、

净财富、本段婚姻持续时间、夫妻的户口性质、流动状况、平均年龄、民族状况等

因素也对总体或不同维度的育儿功能发挥具有显著影响。

　 表 3 家庭结构(二分类)对各维度育儿功能的影响(AME) N = 2000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总体 经济维度 服务维度 时间维度

家庭结构(参照组:松散式)

　 紧密式
0. 063∗∗

(0. 020)
0. 090∗∗∗

(0. 021)
0. 057∗∗∗

(0. 013)
- 0. 022　
(0. 019)

子女当前教育阶段(参照组:学前教育)

　 小学及以上
0. 222∗∗∗

(0. 038)
- 0. 020　
(0. 037)

0. 124∗∗∗

(0. 031)
0. 236∗∗∗

(0. 039)
子女性别(参照组:女)

　 男
- 0. 031　
(0. 020)

- 0. 015　
(0. 020)

0. 002
(0. 012)

0. 002
(0. 019)

子女户口性质(参照组: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0. 016

(0. 022)
0. 021

(0. 023)
0. 017

(0. 014)
0. 012

(0. 021)
育龄夫妻社会经济地位(参照组:下层)

　 中层
0. 031

(0. 031)
0. 115∗∗∗

(0. 033)
0. 015

(0. 019)
0. 023

(0. 030)

　 上层
0. 151∗∗∗

(0. 039)
0. 319∗∗∗

(0. 039)
- 0. 029　
(0. 029)

0. 086∗

(0. 039)
育龄夫妻净财富(参照组:0 ~50 万元)

　 50 万 ~ 200 万元
0. 017

(0. 027)
0. 031

(0. 028)
0. 024

(0. 017)
0. 033

(0. 026)

　 200 万元及以上
0. 030

(0. 036)
0. 076∗

(0. 037)
- 0. 018　
(0. 025)

0. 028
(0.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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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总体 经济维度 服务维度 时间维度

育龄夫妻本段婚姻持续时间
0. 015∗∗

(0. 005)
0. 006

(0. 005)
0. 002

(0. 003)
0. 019∗∗∗

(0. 005)
育龄夫妻户口性质(参照组:双农)

　 一农一非
0. 168∗∗∗

(0. 047)
0. 176∗∗∗

(0. 047)
0. 010

(0. 030)
0. 081 +

(0. 042)

　 双非农
0. 166∗∗∗

(0. 032)
0. 121∗∗∗

(0. 034)
0. 001

(0. 019)
0. 041

(0. 029)

育龄夫妻流动状况(参照组:双流动)

　 一流一非
0. 066

(0. 041)
0. 100∗

(0. 043)
- 0. 014　
(0. 025)

0. 008
(0. 038)

　 双非流动
0. 112∗∗

(0. 041)
0. 137∗∗

(0. 044)
- 0. 010　
(0. 024)

0. 032
(0. 037)

育龄夫妻平均年龄
- 0. 014∗∗∗

(0. 004)
- 0. 005　
(0. 004)

- 0. 006∗∗

(0. 002)
- 0. 009∗

(0. 004)

育龄夫妻民族状况(参照组:不同民族)

　 相同民族
- 0. 086　
(0. 053)

- 0. 115∗

(0. 057)
- 0. 049 +

(0. 027)
- 0. 008　
(0. 055)

伪 R2 0. 098 0. 064 0. 081 0. 138

　 　 注:(1)表中报告平均边际效应值(AME),括号内报告标准误。 (2) + P < 0. 10,∗ P < 0. 05,∗∗ P <
0. 01,∗∗∗P < 0. 001。

接下来,本文采用三分类口径的家庭结构变量进行更深入的观察。 交叉分析结

果显示,在样本各类结构的育龄家庭中育儿功能总体较好的比例从高到低排序依次

是:灵活式结构(71. 43%)、松散式结构(65. 44%)、凝聚式结构(62. 67%)。 分维度来

看,在经济维度和服务维度,家庭育儿功能较好的比例最高的是凝聚式结构,分别达

到 74. 67%和 94. 67%;最低的是松散式结构,分别为 62. 21%和 88. 25%;灵活式结构

的相应比例分别为 71. 24%和 93. 85%。 在时间维度,松散式结构家庭中育儿功能较

好的比例为 72. 47%,明显高于灵活式结构的 71. 05%和凝聚式结构的 49. 33%。
控制其他变量后,结果显示家庭的育儿功能受到家庭结构的显著影响,且在

不同维度存在差异(见表 4)。 总体而言,相较于松散式结构家庭,灵活式结构家

庭育儿功能较好的概率平均高了 6. 4% (P < 0. 01)。 分维度来看,相较于松散式

结构家庭,凝聚式结构家庭和灵活式结构家庭在经济维度和服务维度上育儿功

能较好的概率均显著更高(凝聚式结构家庭分别平均高了 14. 6%和 7. 2% ,灵活

式结构家庭分别平均高了 8. 6%和 5. 5% );而在时间维度上,凝聚式结构家庭育

43

社会学研究 　 2025. 2



儿功能表现较好的概率有所下降(P < 0. 01),平均下降了 15. 2% 。
相较于二分类口径的家庭结构变量,三分类口径的家庭结构变量有助于进

一步探索与双系父母同住的家庭内部的细致差异。 其中,凝聚式结构家庭一方

面在经济维度和服务维度的育儿功能上表现较好的概率更高,另一方面在时间

维度的育儿功能上表现较好的概率更低,这表明这类家庭存在内在张力。 代际

间家庭成员长期同住易形成联结紧密且功能积极的支持网络,能够提供更多的

育儿经济支持和照料服务,但共同生活过程中的频繁互动也易产生摩擦,反而可

能影响育儿时间支持的有效性。 与“亲密无间”的凝聚式结构家庭相比,“亲密

有间”的灵活式结构家庭(偶尔同住)可以给家庭成员放松和喘息的机会,可能

更有利于家庭育儿功能的发挥。
总体来看,家庭结构的效应在两种分类口径下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考虑

到后续分析中涉及不同家庭情境的调节效应,复杂的自变量分类方式会导致结

果解释的复杂性,为了便于结果的清晰呈现,后续分析仅展示二分类口径(松散

式 vs. 紧密式)的家庭结构作为自变量时对应的调节效应结果。

　 表 4 家庭结构(三分类)对各维度育儿功能的影响回归结果(AME) N = 2000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总体 经济维度 服务维度 时间维度

家庭结构(参照组:松散式)

　 灵活式
0. 064∗∗

(0. 020)
0. 086∗∗∗

(0. 021)
0. 055∗∗∗

(0. 013)
- 0. 012　
(0. 019)

　 凝聚式
0. 055

(0. 045)
0. 146∗∗

(0. 051)
0. 072∗∗

(0. 025)
- 0. 152∗∗　
(0. 04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伪 R2 0. 098 0. 065 0. 081 0. 141

　 　 注:(1)∗P < 0. 05,∗∗P < 0. 01,∗∗∗P < 0. 001。 (2)控制变量同表 3。

(三)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家庭规模的调节作用

接下来,本文考察在不同家庭规模情境下,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之间的关系

是否存在差异,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其中,一阶差异呈现调节变量在两种

结构的家庭中育儿功能较好的平均概率差异;二阶差异呈现一阶差异之间的比

较及其统计检验结果,检验家庭规模的调节效应是否在统计上显著。
一阶差异显示,相较于小家庭,大家庭的育儿功能总体较好的概率更高,在

紧密式结构家庭中统计显著(P < 0. 05)。 分维度来看,在松散式结构家庭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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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于小家庭,大家庭的育儿功能在经济维度和服务维度表现较好的概率显著更

高,分别高 10. 2% (P < 0. 01)和 4. 6% (P < 0. 05),但在时间维度上的差异不显

著(P > 0. 05);而在紧密式结构家庭中,相较于小家庭,大家庭的育儿功能在经

济维度表现较好的概率提升了 5. 7% (P < 0. 10),在服务维度表现较好的概率显

著提升了 4. 0% (P < 0. 05),在时间维度上的差异不显著(P > 0. 05)。 二阶差异

的结果表明,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之间的关系并未因家庭规模的大小而发生显

著变化,家庭规模的调节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 假设 2 未得到验证。

　 表 5 家庭规模对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关系的调节效应(AME) N = 2000

模型 1
总体

模型 2
经济维度

模型 3
服务维度

模型 4
时间维度

大家庭 - 小家庭 大家庭 - 小家庭 大家庭 - 小家庭 大家庭 - 小家庭

一阶差异(FD)

　 松散式结构(FD1)
0. 003

(0. 031)
0. 102∗∗

(0. 032)
0. 046∗

(0. 022)
- 0. 012　
(0. 029)

　 紧密式结构(FD2) 0. 060∗

(0. 031)
0. 057 +

(0. 033)
0. 040∗

(0. 019)
- 0. 044　
(0. 028)

二阶差异(SD)

　 FD2 - FD1
0. 057

(0. 043)
- 0. 045　
(0. 045)

- 0. 006　
(0. 028)

- 0. 032　
(0. 04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1) + P <0. 10,∗P <0. 05,∗∗P < 0. 01,∗∗∗P < 0. 001。 (2)“ - ”表示减号。 (3)FD 代表一阶差异(first
difference)。 (4)SD代表二阶差异(second difference),用于检验调节效应的显著性。 (5)控制变量同表3。

(四)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家庭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进一步考察家庭关系情境对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发现调节效应因家庭结构类型和育儿功能维度而异(见表 6)。 一阶差异显示,对
于松散式结构家庭而言,相较于偏夫系型家庭关系,偏妻系型和双系型家庭关系下

育儿功能总体较好的概率分别平均提高了 10. 4%和 7. 3%,其中偏妻系型关系的

提升效应在统计上显著(P <0. 05);在经济维度和服务维度,偏妻系型关系均表现

出显著的提升效应(P < 0. 05),说明亲属关系的偏向性在资源获取方面具有关键

作用。 对于紧密式结构家庭而言,相较于偏夫系型家庭关系,偏妻系型和双系型家

庭关系下育儿功能总体较好的概率都有所下降,但均在统计上不显著(P > 0. 05);
在经济、服务和时间维度上,二者的负向影响也都在统计上不显著(P >0. 05)。

二阶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家庭关系的调节效应在总体上以及在经济维度和

服务维度上均统计显著(P < 0. 05),在时间维度仅达到边际显著水平(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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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综合而言,家庭结构对育儿功能的影响在不同家庭关系情境中并不相

同,与家庭结构类型和育儿功能维度有关。 在松散式结构家庭中,偏妻系型关系

能显著提升育儿功能,特别是在经济维度和服务维度;而在紧密式结构家庭中,
双系资源的相对易得性使家庭关系的调节效应较弱。 假设 3 得到部分验证。

如何理解上述家庭关系的调节作用? 检验结果表明,这一调节作用在松散

式结构家庭中更为明显。 虽然双系家庭父母与核心家庭成员一直不同住,但偏

妻系型关系的育龄家庭在夫系亲属资源之外有可能获得来自妻系亲属的额外的

育儿支持,特别是经济和服务资源方面的支持,从而能更有效地应对育儿挑战。
相较而言,紧密式结构家庭更可能是以核心家庭为中心,在更大范围内获取双系

资源,家庭关系的偏向性对资源流动的影响较弱,甚至可能因过度偏向某一系亲

属而削弱资源协调效率。 换言之,对于松散式结构的育龄家庭而言,与居住离散

的亲属强化情感联系有助于强化家庭的育儿功能;而对于紧密式结构的育龄家

庭而言,其本身就具备获取各方资源的可能性,与家庭关系情境反而关联较弱。

　 表 6 家庭关系对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关系的调节效应(AME) N = 2000

模型 1
总体

模型 1
经济维度

模型 2
服务维度

模型 3
时间维度

妻 - 夫 双 - 夫 妻 - 夫 双 - 夫 妻 - 夫 双 - 夫 妻 - 夫 双 - 夫

一阶差异(FD)
　 松散式结构

(FD1)
0. 104∗

(0. 048)
0. 073

(0. 051)
0. 106∗

(0. 052)
0. 024

(0. 054)
0. 072∗

(0. 035)
- 0. 017　
(0. 038)

0. 072
(0. 047)

0. 075
(0. 049)

　 紧密式结构
(FD2)

- 0. 036　
(0. 036)

- 0. 046　
(0. 040)

- 0. 054　
(0. 038)

- 0. 018　
(0. 041)

- 0. 027　
(0. 018)

- 0. 030　
(0. 020)

- 0. 020　
(0. 037)

- 0. 049　
(0. 041)

二阶差异(SD)

　 FD2 - FD1 - 0. 139∗

(0. 060)
- 0. 119　
(0. 065)

- 0. 161∗

(0. 065)
- 0. 042　
(0. 068)

- 0. 100∗∗

(0. 039)
- 0. 013　
(0. 043)

- 0. 093　
(0. 060)

- 0. 124 + 　
(0. 06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同表 5。

(五)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如下检验:首先,调整家庭规模的操作化

方式,除了将其作为两分类变量处理之外,还将其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发现置

信区间存在大量交叠,意味着组间差异不显著。 联合检验显著性结果依然表明调

节效应的结果不显著。 这表明无论以分类变量还是以连续变量对家庭规模进行测

量,均不影响对其调节效应结果的判断。 其次,通过调换交互项中两个变量的位

置、改变参照项等方式重建模型之后发现,二阶差异结果的显著性均不变,这意味

73

专题研究 低生育率社会中的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



着调节效应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这说明本文报告的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的关系

以及家庭规模和家庭关系等家庭情境的调节效应结果均具有稳健性。①

五、总结与讨论

在低生育率的社会背景下,家庭被期待能够有效发挥育儿功能、适度提升生

育水平,但迄今对家庭育儿功能的研究还较为匮乏。 本文聚焦于现实中已实践

育儿功能的育龄家庭,基于资源供需视角,结合不同的家庭情境实证分析家庭结

构与育儿功能之间的关系。 有别于既有研究中以家庭户为单位、以静态的居住

安排为基础的“核心—主干—扩大”家庭结构类型,本文基于“扩展家庭三角关

系”概念,根据夫妻双方原生家庭父母的居住状况对家庭结构进行动态分类,发
现相较于代际间一直不同住的松散式结构家庭,紧密式结构家庭更有利于育儿

功能的发挥。 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与“亲密无间”的凝聚式结构家庭相比,
“亲密有间”的灵活式结构家庭更有利于家庭育儿功能的发挥。 这意味着尽管

现代社会家庭居住方式日益多样化、离散化,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和分工

协作仍相对稳定和积极,表现出“形散而神聚”的特征。 家庭通过灵活调整其成

员的居住安排,以多元的家庭形式进行合作育儿,保障家庭育儿功能的运转,体
现为“亲人在,育儿帮助就在”,而非“亲人同住,育儿帮助才在”。

在不同的家庭情境下,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之间的关系有所差异。 二者的

关系虽然在总体上并未因家庭规模大小而发生显著变化,但对紧密式结构家庭

而言,与小家庭相比,大家庭的育儿功能在总体上和服务维度较好的概率显著更

高;对松散式结构家庭而言,大家庭的育儿功能在经济维度和服务维度较好的概

率显著更高,这说明家庭规模优势有可能转化为育儿资源优势。 家庭关系的调

节效应因家庭结构类型和育儿功能维度而异。 对松散式结构家庭而言,相较于

偏夫系型家庭关系,偏妻系型家庭关系下育儿功能在总体上以及在经济维度和

服务维度较好的概率显著更高,这说明通过与妻系亲属进行密切的情感交流可

帮助家庭获取更多的育儿支持,验证了既有定性研究中所反映出来的妻系亲属

关系的重要性。
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出当前中国家庭制度存在强劲韧性。 在家庭规模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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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化、居住安排日益离散化的现代化进程中,育儿功能并未如家庭现代化理论所

认为的那样走向弱化,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错杂糅中以新的方式不断延续。 育

龄家庭成员通过整合双系资源、增强情感联结等一系列家庭策略保障了家庭内部

育儿功能的正常运转。 家庭的资源优势在大家庭中尤为突出,特别是妻系亲属网

络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新家庭策略有助于抵御现代性带来的个体原子化风

险,构筑起家庭成员亲密协作、双系成员共同抚育的家庭育儿功能堤坝。
研究同时反映出中国家庭的育儿资源存在供需矛盾。 尽管家庭已经通过灵

活性居住安排等弹性策略努力应对育儿挑战,但资源不足问题仍在经济维度凸

显,因此社会资源的有效补充(如财政支持、公共育儿服务等)可以在家庭资源

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发挥重要的兜底作用。 自 2021 年以来,国家实施生育支持政

策以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支持已从顶层设计走

向落地实施的关键阶段,能否精准施策关系到生育政策改革的成败及人口形势

的未来走向。 社会资源应向家庭倾斜,但是社会资源补充家庭资源的效果会受

到政策设计和执行效率的影响。 针对当前育龄家庭的育儿功能现状及在经济、
服务和时间维度的资源供需匹配情况,国家可聚焦目标人群、着眼关键环节精准

施策。 第一,应加强对家庭的整体性支持,维护家庭制度韧性、保护家庭育儿功

能。 家庭成员是育儿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将对生育保障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吸取一些发达国家“去家庭化”后“再家庭化”的经验教训。
第二,“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仍是重点任务。 应通过采取财政、税收、
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一系列支持措施,整合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等多方资

源,补充家庭经济资源的不足,加强对家庭育儿成本的调查和评估,动态调整政

策措施。 第三,应密切关注家庭变化,及时干预、未雨绸缪。 家庭成员规模受出

生队列影响,未来不一定能维持当前扩展家庭三角关系结构下“大家庭”为主导

的局面,可能会影响照料人力资源的供给;家庭关系受个体化、现代化的影响也

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多代合作的家庭育儿实践能否延续,家庭向心力和凝聚力

能否保持,都需要加强研判、及时应对。 政府应通过实现家庭育儿功能在不同维

度的资源供需均衡,促进家庭良性运转,推动实现“幼有所育”的目标。
本文在三个方面具有理论新意。 一是本文综合家庭养老功能研究框架和生

育配套支持措施的划分维度,构建家庭育儿资源供需框架,根据家庭调配整合资

源以满足育儿需求的能力来界定家庭育儿功能,并区分经济、服务和时间三个维

度全面分析家庭育儿功能,为家庭功能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框架和分析思路。
二是通过借鉴“扩展家庭三角关系”概念和“家庭功能网络化”的观点,本文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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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动态结构类型,并探讨其对育儿功能的影响,丰富了对家庭结构分类的认

识。 三是结合亲属网络研究,本文验证了妻系亲属关系在家庭育儿资源调配中

的重要作用,为家庭关系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 文章也有以下几点局限

性。 一是北京市“城六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具有特殊性,样本家庭在育

儿资源投入和获得的政策支持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可能更具优势,因此育儿功

能较好的家庭比例与其他地区相比可能更高,样本结果的外部推广需考虑地区

差异带来的影响,未来需要全国性调查数据提供更多实证支持。 二是本文只对

已婚一孩育龄家庭的家庭结构与育儿功能相关情况进行了分析,这虽然有助于

简化分析,排除了多子女因素对分析带来的干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文

的研究结论对多子女育龄家庭的适用性。 当前中国大多数家庭仍以一孩为主,
促进二孩生育是生育支持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因而本文的研究结论仍具有现

实意义。 随着二孩及三孩生育的增加,在有合适数据的情况下,研究者可对更广

泛的育龄家庭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如探究子女数量以及性别组合对家庭育儿功

能的发挥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等。 三是由于学界尚缺乏对育儿功能的统一界定

和测量,本研究借鉴养老功能的相关研究成果来构建测量体系仍属于探索性研

究,更多是从相对水平而非绝对水平出发评估家庭的育儿功能,后续研究可尝试

开发育儿功能测量指标体系及对应量表,深化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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